
0. 引言
质量是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翻译质量直接影

响着译文在目标语体系中的可接受程度（Paulina &
Pollastri 2008; Sch覿ffner 1998）。评测翻译质量需建立
一套明确、客观并行之有效的标准，但翻译质量是一
个相对概念，受到翻译目的、翻译活动参与者和目标
语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制约（Colina 2008）。有学者
指出，翻译质量评测是翻译研究中最具争议性的话
题之一（Colina 2008; Hansen 2009），也是有待进一步
研究和讨论的领域（Hatim & Mason 1997）。
在翻译研究中，对翻译质量的评测多以理论为出

发点（House 1997）。理论立场不同，对翻译质量的理解
和评测手段也不同（House 2015: 52）。Lauscher（2000）
将主流的翻译质量评测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文-
译文对等的评测路径，侧重对文本特征的对照和分
析（Rei覻 1971; House 1997, 2014）；另一类为功能路
径（如 D’Hulst 1997; Nord 1993），主要考察译文是否
在目标语文化中发挥其预期的功效或目的。基于原
文-译文对等关系的评测脱离不了对文本特征的详
细考察,统计和归类翻译错误因此成为教学中的主要
质量评测手段（Orlando 2011）。

1. 翻译质量评测中的读者因素和眼动追踪
1.1 翻译质量评测中的读者因素
翻译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的动态概念，兼具主体性、

内隐性、社会性和发展性（武光军 2007）。从主体性角
度看，评测翻译质量就是评价主体依循特定的标准或
价值取向对客体质量进行判断的过程。Reiss（2004:
114）认为不应忽视主体因素对翻译质量评价的影响。

考察普通读者对翻译质量的理解和评判有望为
翻译质量评估提供全新视角。这里“普通读者”指的
是现实中翻译的真实受众。Rosa（2006）提出，可将目
标语读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读者，另一类是理想
的或假想的读者。后者具备较高的阅读和思考能力，
能够领会原作的深刻意义；他们也是假设或期待中的
目标读者群，是原文作者的信息传达对象（Fish 1970）。
然而，目前的翻译质量研究的重点仍然是文本或译者，
甚少讨论普通读者的需求，亦没有考察读者在评阅翻
译中的具体行为。

教学体系中的质量评价主体往往比较单一化：
教师在翻译质量评测中占主导地位，依据相似的标
准评价学生译作（Toury 1995）。然而现实情境中翻译
的受众并非教师，而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普通读者。
因此，有必要强调译文质量评测中的多元视角，以打
破目前评价主体的单一性（ibid.: 56）。现实中的普通
读者大多不通晓源语，亦没有接受过翻译训练，对翻译
质量的期待及阅读时的关注点可能会不同于业内人
士，他们的评测方式可能会高度主观化和直觉化
（Hansen 2009）。Suokas（2014）比较了普通读者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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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专家对同一份译作的评测结果，发现读者更关注译
文的排版设计，而专家组更看重译语表达的质量。

1.2 翻译质量评测中的认知过程与眼动追踪
翻译的认知过程是近年来逐步兴起的热门研究

领域。目前的认知翻译研究多以翻译的产出过程为研
究对象，运用有声思维、键盘记录或眼动追踪等方法
考察译者在翻译中的思维活动，但目标语读者在阅读
翻译作品中的认知活动却时常被忽视（J覿覿skel覿inen
2012）。Kruger和 Kruger（2017）指出，翻译活动应涉及
两种认知过程，一种是翻译的产出过程，也即目前翻
译过程研究的重点；另一种是翻译作品的接受过程，
这也是译文语义在译者和读者之间互动协调的过
程。读者的语言文化背景可能会影响其阅读方式，塑
造其对文本意义的构建与阐释。从翻译评测的角度
来看，目标语读者作为评价主体如何在线加工译作，
他们在译文评阅过程中的认知行为与评测结果有何
关联，也应被纳入考察范畴，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一
部分。探究普通读者在译文在线评阅中的认知活动，
有利于扩充现有的翻译过程研究视角，并了解真实
受众对翻译的需求和期待。

读者研究的一大挑战是如何科学地测量读者对
翻译的反应（Keen 2007）。有研究者通过调查或民族
志研究法，考察了特定读者群对翻译作品的观点和评
价，为此前基于主观经验的相关研究补充了实证数据
（Chan 2015）。但这些研究手段难以揭示读者在接触
译文时的认知心理活动。近年来，眼动追踪法已被广
泛运用于翻译过程研究，是反映译者在线行为和思维
活动的实时监测工具（Hvelplund 2014, 2017）。眼脑一
致假说（eye-mind assumption）（Just & Carpenter 1980）
表明，眼动轨迹能够反映语言加工中的认知负荷。通
过观测译者的注视次数和注视时长等眼动指标，研
究者可以分析翻译过程中的注意力分配和认知加工
机制（O’Brien 2006，2009；冯佳 2017；马星城 2017）。
眼动技术在探索翻译产出过程中的成功应用表明，将
其引入翻译质量评阅的过程研究大有可为：使用眼动
观测评价者对翻译的阅读加工行为，分析其认知负
荷，有助于从认知层面探索主体因素对语义构建和
质量评测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眼动追踪为主要数据收集手段，结合

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尝试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眼动追踪如何反映读者在英译汉作品在线评

阅中的认知活动？
（2）翻译质量中的主体因素是否会影响读者在阅

读加工译作时的认知负荷？作为专业读者的翻译教
师和普通读者在实时评阅中将各自呈现出何种认知
模式？
（3）读者的在线认知行为和对译作质量的评分是

否存在关联？翻译教师和普通读者对翻译质量的理
解和期待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研究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几项假设：
（1）教师受试的在线总体认知负荷显著多于普通

读者受试。在两类译文的评阅中，教师组的总注视时
长和注视次数均多于读者组。
（2）受职业背景的影响，两组在原文和译文的注

意力分配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教师组在
加工原文中的认知负荷显著多于译文，读者组在加工
译文中的认知负荷显著多于原文。
（3）职业教师对译文的平均评测分数低于普通读

者组。受试在评阅中的总体认知负荷越多（包括注视
时间和注视次数），译文的平均得分就越低。
（4）教师组对译文质量的关注重点以及翻译质量

的期待不同于普通读者组。
2.2 受试
21名受试自愿参与了本实验，分为翻译教师组（T）

和普通读者组（R）。所有受试均来自中国，普通话为
母语，英语为第二语言。教师组包括 9名在香港高校
就职的翻译课教师（3男 6女，平均年龄 34.5岁），均
具有 5年以上翻译教学经验。普通读者组包括 12名就
读于香港某高校的学生（4男 8女,平均年龄 24岁）。
这些学生均来自非外语或翻译专业，但拥有良好的英
语读写能力。所有受试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

受试在实验前需填写一份语言和翻译背景调查
问卷，提供年龄、二语初始习得年龄、教育背景，并在
五点量表上（1：完全不熟悉/频率很低；5：非常熟悉/
频率很高）分别标出自评二语熟练度、日常英文使用
频率、对翻译评测的自评熟悉度。问卷结果表明，两
组在英文熟练度和日常使用频率上无明显差异，但
教师组对翻译质量评测标准的熟悉度明显高于读者
组（t=-11.26, p<.001），前者的平均熟悉度为 4.25（SD=
0.66）而后者的平均自评熟悉度只有 1.2（SD=0.44），
由此可判定这些普通读者对翻译的评测流程和标准
基本无了解。

2.3 实验材料
本实验的原文和译文材料选自英语专业高年级

翻译课程中的学生课后英译汉作业。根据 Reiss对文
本类型的区分以及翻译教学的实际情况，我们分别选
用了一篇广告类文本作为材料 A和一篇文学类文本
作为材料 B。两篇英语原文的长度相似（约 200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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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品牌汽车宣传广告，B选自美国著名文学家爱默
生的散文《论美》（“Beauty”）。教师在布置完翻译任务
后，学生需在之后的一周内进行译前准备、文本翻译
和译后修改润色，并将译文提交至课程网络平台供教
师进行批改和反馈。我们收集了每篇原文对应的三
篇学生译作，分别标号为 A1、A2、A3 和 B1、B2、B3。这
些译作的长度均在 300字左右，无明显误译，信息完
整，不包含语法错误，以便受试在阅读评测中更关注
译文质量而不受无关因素的干扰。选用学生译作作
为呈现材料，有助于了解专业和非专业读者群体对学
生译作的加工模式和评价，检验其在译文评判上是否
存在较大差异，以期为高校翻译教学的质量评测模式
提供实证视角下的真实数据。

2.4 实验设备
本实验采用 TobiiTX 300 遥测式桌面眼动仪采

集受试阅读译作时的眼动数据。该眼动仪最高采样率
为 300Hz，大约每 1-3毫秒采集一次数据；受试在实
验中无须佩戴其他设备，可保持自然坐姿和 37x17cm
范围内的头部活动，这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实验的生
态效度。本实验在隔音和室内光线恒定的房间进行，
以减少外部环境对眼动记录的干扰；实验室布置同普
通办公室类似，贴近真实工作环境。

2.5 操作流程
所有受试均为单独施测。眼动记录开始前，受试

将熟悉实验室环境和基本流程，阅读实验步骤和注意
事项，并填写知情书。受试在实验中按日常习惯自由
阅读屏幕上呈现的材料，实验对其线上阅读行为，例
如原文译文的阅读次序或阅读重点并无指定要求，
但受试在阅读完每份材料后，需立即对译文质量进
行评测。

实验开始后，受试首先进行校准和热身，之后需
依次阅读六份原材料，每份呈现材料分别包括原文和
译文，原文置于电脑屏幕左侧，译文置于电脑屏幕右

侧。所有受试将先阅读广告类材料，在休息片刻后，再
阅读文学类材料，每个类别下的三份材料以随机顺序
呈现。实验无时间限制，受试在读完每份材料后，需在
五点量表上为译文评分。在教学中，翻译质量评估往往
涉及翻译错误的识别、统计和纠正（Pym 1993; Martínez
& Albir 2001），但非专业读者不可能也无需遵循教学
中的评测模式。Martínez和 Albir（2001）指出，除了语
言质量和忠实度等常规指标，普通读者眼中的译文
可读性和信息传递效果可能更影响对翻译质量的判
断。本实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考察读者在自然阅读
中对译作的认知行为和态度，因此我们尽可能简化
量表设计，受试只需按照读后的直观感受，基于对翻
译质量的真实需求或期待评分。量表包括三项内容：
（1）信息的准确忠实度；（2）译文的语言表达质量；（3）译
文的交际效果。每项最高分为 5分，最低分为 1分，评
测总分最高为 15分；每项后附有简要说明，以便受试
了解评判标准。在完成每类材料的阅读和评分后，受
试将接受简短的访谈，对评测结果做简要解释。因眼
动数据不够稳定，有三位受试的数据最终未被采用，
因此最后的分析样本包括 9名教师受试和 9名普通
读者受试。

3. 数据分析与讨论
我们将屏幕左侧的原文区视为兴趣区一，将右侧

译文区作为兴趣区二，再利用 Tobii Studio对兴趣区的
认知投入以及注意力分配模式进行统计分析。本实验
有效数据样本为 18个，考虑到小样本中可能由于个体
差异导致数据的非正态分布，我们先用 Shapiro-Wilk
检验每组数据的正态分布情况，如不符合正态分布，
则改用非参数检验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本部分选用总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反映受试的
认知负荷。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是阅读和翻译类研
究中被广泛采纳的眼动指标（Hvelplund 2014; Rayner
1998），它和任务加工难度密切相关。

图 1：读者组和教师组在两类文本加工过程中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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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假设一
本假设认为：教师组的总体认知负荷显著多于

读者组。为检验该假设，需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
受试在每类文本中（包括原文兴趣区和译文兴趣区）

的注视次数和注视时长进行对比。Shapiro-Wilk 检
验显示，受试数据均呈正态分布。t检验显示，两组在
广告类和文学类译文中的总认知负荷无明显差别（见
表 1）。

t统计量 df值 p值
注视时长（A）（秒） -0.812 16 0.429
注视次数（A） -0.572 16 0.577
注视时长（B）（秒） -0.933 16 0.365
注视次数（B） -0.866 16 0.399

表 1：读者组和教师组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的独立样本 t检验结果

但图 1显示，两组虽不具备统计学上的显著差
异，教师组在广告类译作和文学类译作的阅读评测中
投入了更多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他们的平均认知
负荷略高于普通读者。此外，两组在加工文学类译作
中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均值都略高于广告类文本
的加工，说明受试在阅读评测文学类译作投入了稍多
的精力。

由于两组差异未达到显著值，假设 1无法完全成
立。但考虑到样本容量偏小，这一结论基本符合预期和
常识判断。根据 Reiss的文本类型分类理论（2000），广
告属于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s），为达到让消费者
迅速获知产品信息并激发其购买意向的目的，该类
文本的语言普遍较为简洁直白，其翻译更侧重交际效
果。而散文作品属于表情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注
重语言形式，强调作品的感染力，对应的翻译也应还
原这些特点，仿效忠实原作（Munday 2001: 74；张美
芳 2013）。本研究发现，文本类型和对应的翻译风格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评阅者对译作的阅读加工策略：

文学类译作中较多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说明，两组
受试在评阅过程中倾向于更详细地比照原文和译文，
并更仔细地阅读和揣摩译文中的遣词造句。受职业习
惯影响，教师组的阅读更加深入，可能会更频繁地在
线考察原文和译文的出入，以检验译文是否忠实于原
文风格和语言形式，因此投入了比普通读者更多的认
知负荷。

3.2 研究假设二
本假设认为，受职业背景的影响，两组在原文和

译文间的注意力分配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主要体现
在：教师组在原文区的认知负荷总是多于译文区，而
读者组在译文区的认知负荷总是多于原文区。我们
将组别（教师组 vs读者组）作为因素 1，兴趣区（原文
vs译文）为因素 2，分别对受试在两类材料加工过程
中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进行 2x2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两组在两类文本中的各项指标描述统计数据见
下表 2和表 3：

对广告类文本注视时长的分析表明，组别对注

材料 A：注视时长（秒）（ST） 材料 A：注视时长（秒）（TT） 材料 B：注视时长（秒）（ST） 材料 B：注视时长（秒）（TT）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读者组 46.07 24.71 55.77 29 56.94 32.82 53.9 14
教师组 51.65 19.81 68 27.92 64.15 31.42 67.92 25.6

表 2：读者组和教师组在两类材料原文区（ST）和译文区（TT）注视时长的均值和标准差

视时间并无显著效应（F=.572, df=1, p=.471），但兴趣
区的主效应显著（F=9.203, df=1, p=.016），组别和兴
趣区之间无显著交互效应（F=.372, df=1, p=.559）。对
文学类文本注视时间的方差分析显示，组别对注视
时间无显著效应（F=2.933, df=1, p=.125）；兴趣区主
效应不显著（F=.005, df=1, p=.948），此外组别和兴趣
区之间交互效应不显著（F=.325, df=1, p=.584）。表 2
显示，教师组在评阅两类材料中呈现出比较类似的
文本区域间注意力分配模式：教师组受试在评阅广

告类译文时，在译文区停留的时长明显多于原文区，
其显著差异也得到了方差检验的证实；在评阅文学
类作品时，在译文区的平均停留时间也略高于原文
区。读者组在两类材料中的注视时间分配则呈现出
相反模式：在评测广告译文时，译文区的注视时间明
显长于原文区，并得到了方差检验显著性的支持；但
在评阅文学译作时，原文区的平均注视时长要略高
于译文区。此外，虽然组别效应的显著性未达到统计
学意义，教师组在原文区和译文区的注视时长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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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读者组。
对广告类译作注视次数的方差分析表明，受试

在评测此类译文时，组别主效应不显著（F=.263, df=1,
p=.622），但兴趣区对注视次数的主效应较为显著（F=
11.008, df=1, p=.011）。此外，并没有发现组别和兴趣
区的交互效应（F=.732, df=1, p=.732）。对文学类译作
的注视次数分析表明，没有发现组别的显著主效应
（F=2.878, df=1, p=.128）和兴趣区显著主效应（F=.
140, df=1, p=.718），同时两项因素间也没有明显交互
作用（F=0.002, df=1, p=.970）。表 3显示，在广告类材
料加工中，两组受试在译文区的注视次数均明显多于
原文区，并得到了方差检验结果的支持；虽然文学类
译作的评阅中兴趣区主效应未达到显著值，两组受试
在原文区的注视次数均值要高于译文区。此外，教师
组对两类译作原文和译文的注视次数均值总是高于
读者组。

两组在不同兴趣区间的注意力分配趋势大体一
致，如在广告材料译文的认知负荷均显著多于原文，
而在评阅文学译作时，呈现出不同的精力分配趋势：
读者组在原文的平均认知负荷要多于译文，这可能是
由于读者并不熟悉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需更多时间
理解原文；教师组在原文的注视时长少于译文，但对
原文的注视次数却比译文多，这可能是因为教师组更
注重文本的对比分析，在审阅译文的同时也会频繁关
注原文，以考察译文是否做到了忠实对应。

Hvelplund（2014）曾指出，通过注视点分布图和
热区图的形式将眼动数据可视化，有助于直观了解翻
译评阅中的注意力分配模式。我们从眼动数据最为
稳定的一批结果中，选取了两位读者（R2和 R8）和两
位教师（T6和 T8）分别在评阅广告类译作（A2）和文
学类译作（B1）时的热区图。图片中颜色偏红的区域
代表受试对该区域更密集的加工注视。

材料 A：注视次数（ST） 材料 A：注视次数（TT） 材料 B：注视次数（ST） 材料 B：注视次数（TT）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读者组 208 123.55 265 152.48 247 151.32 239 76.5

教师组 231 66.03 303 118.84 294 145 284 100.92

表 3：读者组和教师组在两类材料原文区（ST）和译文区（TT）注视次数的均值和标准差

图 2：R2和 T6在评阅广告类译作时的注视热区图对比（左侧：R2，右侧：T6）

图 3：R8和 T8在评阅文学类译作时的注视热区图对比（左侧：R8，右侧：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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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热区图可看出，在评阅广告类译作时，R2和T6
均在译文区投入了更多的注意力，译文部分的热区
覆盖范围更大，颜色更深。和 T6相比，R2在原文区
的红色注视焦点更多，这可能是由于广告原文中包
含部分产品专业术语，受语言和职业经验限制，读者
受试不得不在这些部分多做停留以更好地理解原
文。此外，对比译文部分的热区图可发现，T6 的译
文区域较多面积被颜色覆盖，特别是译文的上半部
分几乎全部处于注意力集中区域。这说明该受试对
原文和译文都进行了较为密集的加工，这种加工并
非仅局限于部分词句，而是针对全段的逐字深度阅
读。相比之下，R2 的热点区域则较为分散，多限于
个别词句，各热区多为孤立出现，其阅读加工不如教
师受试全面细致，不少部分可能被跳读。这意味着该
读者在阅读广告译文时，更侧重全文大意或重点信
息。在评阅文学类作品时，R8和 T8的两个兴趣区均
被较深颜色覆盖，说明在审阅文学译作时，对原文和
译文都进行了较为密集的加工。但仔细比对可发现，
R8受试在原文的注视热点（包括红色焦点区域）要
明显多于译文，这可能是普通读者对文学类作品的
特定语言表达还不够熟悉，在理解原文或比照阅读
中需花费更多精力。相比之下，T8在两个区域的精
力分配较为平均，精力集中区域（红色区域）落在原
文和译文偏后位置，说明 T8 可能就某一处的翻译

对原文中该区域和对应的译文区域进行了比较细致
的比照分析。

3.3 研究假设三
教师对各篇译文的评测分数均低于普通读者

组，受试在评阅中的认知负荷越多（包括注视时间和
注视次数），译文平均得分就越低。为检验该假设，我
们先对两类译作的总评分（满分 15分）进行分析：独
立样本 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受试在广告类的总评分
上，存在显著差异（t=3.145, df=13.971, p=.007<0.05）,
教师组的评分明显低于读者组。在对文学类译作的
评测中，教师组的平均评分仍低于读者组，但两组评
分差异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t=1.39, df=16, p=.184）。
两组受试的总分均值详见图 4。该图显示，教师组对
各篇译作的平均评分都低于读者组，这可能是由于教
师更熟悉翻译质量评测的流程和标准。前文数据分析
显示，教师组在译作评阅中的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更
多，审阅更加细致，也可能识别出较多的翻译不当，因
此降低了评分。

根据 3.1的数据分析，教师受试在两类译文中的
注视时长和注视次数均高于读者受试，说明教师组投
入了更多认知精力，或者说，受职业和经验影响，教师
受试对译文中的问题或不当之处更加敏感。从两组
受试的评分情况来看，受试在评阅中的过程数据和翻
译产品的评阅结果基本趋势是相同的。因此本假设得

图 4：读者组和教师组对两类译作的评分均值统计

到了数据支持。
3.4 研究假设四
本假设认为教师组对译文的关注重点以及翻译

质量的期待不同于普通读者组。我们将受试的访谈
录音整理并转写成文字,初步分析显示两组对译文的
主观评价存在以下几项特征：

（1）普通读者组对翻译的评价高度个性化，更多
受直觉驱动，并无明确标准。教师受试对译文的评价
虽不完全趋同，但均或多或少提及“翻译策略”，说明
翻译策略的运用是否适当是教师组的重要评测标准
之一。具体表现包括：读者组内部出现了对同一篇译
作截然不同的看法，以对 A1的阅后访谈为例，R1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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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译文“好像添加了很多，有些地方没有对应, 不是
完全忠实”；但 R5则强调译文“每句应该都找到了对
应，比较准确”。由于读者受试的背景差异，且没有受
过任何翻译训练，他们对译文忠实度的看法可能会因
此受到影响。在对译文的评价中，有 4名教师强调了
归化和异化问题，体现了对翻译策略导向的重视。此
外，没有发现教师组内出现对同一篇译文某项指标截
然相反的评判观点。
（2）就总体态度而言，读者组的评价更积极，教师

组的评价相对较批判。此类差异在两组对文学译作
的语言质量评价上最为明显。以 B2为例，译者将原

文标题“Beauty”译为“得美于心，寓美于外”，并在译
文中运用大量成语或四字格表达，例如：
原文节选：Go out of the house to see the moon, and

it is mere tinsel; it will not please as when its light
shines upon your necessary journey. The beauty that
shimmers in the yellow afternoons of October, who ever
could clutch it?

译文：“出门望月，只觉俗丽，远不及旅途共婵娟。
十月黄昏，流光溢影，顷刻之美，孰能留于指隙？”

我们整理出了 4位读者和 4位教师在访谈中对
B2语言表达的评价，详见表 4。

读者受试 教师受试

R2：语言诗意，用词蛮美的，较古典，很有文学感。 T1：原文句子其实是比较简短的，风格也相对朴实……译者可能是
想发挥中文语言特点，采取了归化策略……这样就不够准确了。

R7：长短句搭配合理，平仄错落，读起来很顺畅，语言也非常好。 T3：文学翻译应避免过度归化，应尊重原文语言风格……标题太华
丽了，其实原标题没有这个含义。

R8：译文比原文更好……标题翻译得很美，把美感传达出来了……
语言富有诗意，感觉很舒服。

T4：译者用了一些古文的风格，但还不如用现代文……刻意追求古
典风格和整齐句，风格和原文偏差有点大，因为原文表达并不是华
丽的。

R9：翻译得很优美，意思比较准确。 T6：语言有点华而不实，四字格拼凑有些牵强。

表 4：两组受试对文学类译作 B2语言质量的评价

表 4显示，两组对文学译作的语言处理方式存在
较大分歧，教师组普遍能感觉到译文在语言风格上的
偏离，并从翻译策略的角度对译文的过度美化持批判
态度。但读者受试普遍认为 B2语言优美，表达流畅。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文学译作 B3进行评判时，不少
读者受试强调其语言不够优美，“读起来不像文学作
品”。3.3中两组的评分结果显示，受试对翻译质量的
不同要求影响了评分，读者组和教师组中平均得分
最高的译文并不一致。
（3）教师比读者更关注译文的忠实和准确，这种

忠实不仅包括信息的完整也包括语言风格的忠实；
而大多读者受试对译文中的添加、删减或“过度发挥”
相对宽容甚至持赞赏态度，认为这有助于增强表达效
果。以 R9 为例，该受试给文学类的三篇译文均打了
满分，她认为虽然“能感觉到部分地方没有很好地对
应，译文似乎添加了一些东西”，但这样反而能“更好
地传递美感”。以上分析表明，两组对翻译质量的看法
存在不少差异，因此假设 4是成立的。

4. 讨论
4.1 翻译质量评价中的主体因素：普通读者对译

作的加工和评判
翻译质量并非一个孤立绝对的概念，对质量的评

判不仅涉及译文本身，也应考虑读者因素的影响。本

文以眼动跟踪为主要数据收集手段，考察了专业教师
和普通读者对不同类型文本译文的在线评阅过程，
发现非专业读者呈现出和教师不一样的在线加工特
征，对译作的评判和解读也不同于专业教师。

读者因素是翻译质量研究乃至翻译研究中被忽
视的部分。Chesterman（1998: 226）指出，大多关于读
者的探讨建立在学者自身的经验甚至假想之上，而
研究中提及的读者也往往被理想化和抽象化了。Chan
（2015）呼吁应关注真实情境下不同类型的读者，加强
对真实读者反应的考察。

本研究发现，普通读者在评阅中的认知负荷普
遍少于专业教师，在原文和译文间的精力分配模式
不同于教师组。读者组对译文的评价也更积极宽
容，两组在对文学译作的评价中展现较多差异。研
究结果表明，教学界和普通读者群体对翻译可能持
有不同的期待规范。根据 Chesterman（1997）对翻译
规范的分类，期待规范指的是目标语读者对译作的
期望:翻译作品应具备哪些特质？译作应呈现出何种
语言风格？期待规范左右着大众对翻译质量的判
断，并决定着译作的接受和评价问题（李德超，邓静
2004）。虽然样本容量较小，但读者受试对文学译作
中语言美感以及对广告译文中交际效果的期待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读者对翻译质量的主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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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当读者的期待规范与教学中广为接受的期待
或评判依据出现较大偏差时，教师应坚持固有的质
量评测手段还是兼顾读者的想法，对现有的评价体
系进行调整？读者对翻译作品语言优美或所谓“信
达雅”的追求是否合理？塑造读者期待规范的因素
有哪些？翻译专业学生在练习和实践中是否要迎合
或抗拒读者的某些期待规范？这些问题需要更多实
证数据的支持。

4.2 认知视角下的读者反应描写研究
Toury的描写翻译理论打破了以源语或译者为

中心的传统研究模式，立足目标语体系，描写各种真
实存在的翻译现象和翻译活动。事实上，任何翻译作
品或操作的发生空间都是目标语系统（王运鸿 2013），
决定翻译作品可接受度的并非研究者或译者，而是
目标语文化或目标语读者。在此背景下，应将读者
纳入描写翻译研究体系中，既描述其对翻译的观点
和态度，也应描述其在译作接收过程中的思维活动，
考察读者的认知加工与译文质量或可接受度之间的
关联。Walker（2018）尝试用眼动追踪技术，比较了源
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在阅读加工原文和译文时的
在线反应，从认识视角探讨了翻译传播中的对等概
念。翻译的描写研究应加大对读者在线认知过程
的考察。
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考察目标语读者

对中国文学名著译作的在线反应过程，并探索其和译
文接受度之间的关联，或许能为解答中国文学译介中
的忠实原文或连改带译、归化还是异化、文化负载词
的处理等常见议题提供新思路。本研究证明，眼动跟
踪技术不仅可用于探索翻译生成过程中的认知活动，
也可用于探索读者在加工翻译作品时的“黑匣子”。

4.3 过程导向研究与产品导向研究
Holmes（2004）在其译学构想中将描写翻译学

研究分为三大分支：产品导向研究（product-oriented）、
过程导向研究（process-oriented）和功能导向研究
（function-oriented）。近年来，以译员认知活动为核
心的翻译过程研究发展迅速，研究者开始借助神经
科学、心理语言学等领域的理论或工具，对翻译中
的语言表征与加工、思维活动和决策等进行测量和
分析（Mu觡oz Martín 2010; Timarova 2010）。然而，这
些研究大多遵循认知科学领域的研究路径，把翻
译视为一种特殊的双语转换现象，以检验语言加工
领域的某些理论假设，因此和其他分支的描写翻译
研究关联还不够紧密。长期以来，过程导向研究和
产品导向研究被视作泾渭分明的两个领域，有着
不同的研究关切和研究路径，一方的研究成果也难

以被另一方吸取利用。但这种二元对立式的看法
并不利于翻译研究的长足发展（Halverson 2015）。
就本文探讨的译文评测而言，读者对翻译产品的评
判难免会受到其背景和经验的影响，而这在某种程
度上也会影响其思维决策过程，并以特定的行为方
式（如眼动特征）展现出来。运用过程研究中的研
究范式和数据收集工具去探索翻译产品在目标受
众中的加工过程，或许有助于打破它与不同研究
分支之间的壁垒，促进翻译研究多种路径间的互
融互通。

5. 结语
本研究利用眼动追踪技术考察了翻译教师和

普通读者在评阅不同类型翻译文本时的认知负荷
和阅读模式，并结合评测分数和读后访谈，分析了
主体因素对翻译质量评测的影响。现行的翻译教学
体系中，学生甚少有机会接触到普通读者对其译作
的回馈或评判，了解普通读者如何检视并评价学生
译作，可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目标读者群对翻译质
量的解读和期待，而读者的“声音”也是对目前翻译
质量评价体系的有益补充。考虑到样本容量的限
制，本研究仅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性研究，后续研究需
纳入更多的文本类型，招募大量多元背景的读者参
与，以进一步探索主体性因素对译作评阅过程和质
量评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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